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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专业性国际组织总是存在政治化现象，且经常表现为一种难以形

成集体决策、无法开展集体行动的困境。 关于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的动力由何而

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提出了不同解释，但这些解释过

度强调单一维度的工具理性逻辑，对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本体论探讨不足，难以提供兼

具建设性和实效性的政策启示。 后结构主义的身份认同视角将身份、主体性、话语与

对外政策置于一个连贯的逻辑框架中，从专业性国际组织内在的身份认同张力及主体

性建构难题中探寻政治化的原因。 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专业知识共同体和官僚理性

行为体在不同身份认同话语的交汇与碰撞中共同塑造了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不

同行为体身份认同歧异性的加剧导致专业性国际组织难以建构连贯自洽的主体性，从

而陷入集体决策和行动失灵的政治化困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面”世界遗产为此

提供了经验验证，说明身份认同视角能够为扩展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研究路径、深
化国际组织的本体论思考提供助益，在政策层面启示应从话语沟通和规则建构的长期

性多边外交努力中探寻政治化困境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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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国际组织是为满足某种功能性需求而建立的多边合作形式，是当今世界政治与全

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体。① 一般而言，国际组织可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两类，其
中专业性国际组织以推进某一专门领域国际合作为主要职能，集中特定领域中的专家

和技术优势，致力于解决该领域中的全球性问题。② 此类专业性国际组织在层次内涵

不断深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推进新时代大国外交、
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专业性国际组织承载着通过集体决策和集

体行动解决特定领域中全球治理问题的希望，那么现实中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却经常因

难以实现其宗旨使命和既定目标而令人失望。③ 政治化是专业性国际组织长久以来

难以摆脱的“痼疾”，而且越发呈现出一种“韧性”特征。④ 本文围绕专业性国际组织政

治化的动力展开探讨，即什么因素导致专业性国际组织总是出现政治化现象，特别是

使政治化表现为一种难以形成集体决策、无法开展集体行动的困境。
尽管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是一个为实务者和学界广泛谈及的话题，但聚焦这

一问题的理论研究相对不足。 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理论都偏重从工具理性逻辑中寻

求解释，假定国际组织是一种具有给定主体性的法律—理性行为体，在委托—代理

模式下完成其创建者和授权者即主权国家赋予的使命任务。 这一理论假定下的政

治化是一种朝向某种战略目标的工具化行动，必然导向某一方的获利，然而现实中

的政治化很难使用收益衡量，往往是一种诸方皆输的格局，是一种集体决策和行动

的困境。
本文尝试从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引入身份认同视角，针对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的

复杂特质，通过主体性建构问题打开对国际组织的本体论探讨，在身份认同歧异性中

探析政治化的动力。 这意味着探究政治化问题时首先要思考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一种

怎样的行为主体，其主体性是如何建构的、建构状态如何。 在这一视角下审视政治化

进程会发现，国际组织和人、国家一样需要面对自我身份认同问题，而身份认同歧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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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下的主体性建构难题导致专业性国际组织无所适从、陷入困境。 本文将通过联合

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面”世界遗产的案例对身份认

同张力下的政治化困境进行经验阐释，并探讨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

二　 既有研究述评

政治化作为专业性国际组织实践中的经验现象和理论问题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

关注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随着专业性国际组织治理结构扩展和成员国数量的增长，
多种不同立场和复杂的政治考量反映在国际组织的职责领域和议事日程中，对机构运

行、国家间关系甚至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影响。① 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传统从各自

的本体论、认识论假设以及对国际组织地位、性质、作用的不同观点出发，对政治化问

题提出不同的理解，主要形成了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视角，为透视

政治化的内涵和动力提供了重要棱镜，但亦有局限性。
（一）理性主义视角

按照基欧汉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两种路径的经典划分，理性主

义理论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② 两者虽然在哲学立场和伦理取向上具

有重大差别，各自流派内部也存在多样化的理论体系，但对于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

际合作问题的理解享有诸多共同的理论假设。 从这一角度而言，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

制度主义理论在关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可能性与国际制度有效性的争论中走向

趋同。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组织是国家间权力斗争的工具和场域，镜像反映了国

际体系的权力关系格局，是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用来维系、巩固国际格局和秩序

的工具，或者说是霸权国为维护国际体系稳定而主动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因此，主权

国家必然对国际组织的日程、议题、政策和行动进行干预和操控，从而“理所应当”地
导致了国际组织政治化。③ 比如，美国曾把朝鲜战争议题引入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等专业性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将这些专门机构用作针对苏联和东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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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工具。① 这反映了国家为追求相对权力优势而开展

的自利的算计，是受利益驱动进行的理性选择。②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组织视为同主权国家相提并论的重要行为体，寄希

望于通过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合作，弱化并逐渐改变国家间关系的竞争性与冲突性。③

随着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兴趣转向更为广泛的“聚合行为体预期的原则、
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即国际机制，该理论也接受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中心主义、
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行为基于权力和利益等核心假设。④ 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

主要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理解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政治化问题。 当关于某个议题的制

度安排无法满足各国利益平衡时，通过国际制度开展合作的成本大于收益，主权国家

会对具体议题、程序或规则进行工具化利用，阻止、抵制甚至有意破坏协作。⑤ 在自由

制度主义理论看来，包括政治化在内的国际组织失灵是一种可预期、可理解的现象，因
为虽然创建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是为了更好地达成合作，但解决自利困境的实际成效

不一定总是能够通过制度得到保障，还取决于制度环境内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与各自的相对收益。⑥ 可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将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的动力

归结为国家谋求利益和权力的理性动机，政治化表现为一套清晰、连贯和严谨的操控

行为。 理性主义理论对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没有好或坏的价值判断，因为政治化主

要是相对于国家的预期与满意而言，这一进程本身符合并体现了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政

治博弈论坛的定位。⑦

（二）功能主义视角

功能主义理论将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视为一种应加以指责、诘问和纠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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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弊病，认为政治化指的是“政治议题、议程和行动直接进入专业技术领域，妨碍国际

组织的正常运行，干扰其既定议程，影响其效率和作用”。① 戴维·米特兰尼（Ｄａｖｉｄ

Ｍｉｔｒａｎｙ）的功能主义理论基于政治与技术相互分离的二元论假设，认为国际组织的行

为和安排根源于国际社会中具体的、功能性的交往需求，国际组织应该也能够将技术

和政治区分开来。② 新功能主义理论指出，非政治领域或低阶政治中的技术性合作不

会对政治领域或高阶政治议题产生直接影响，只能间接地通过外溢效应增进政治互信

与共识，特别是通过国际专家国际组织公务员等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③ 根据功能主

义和新功能主义理论，功能性目的提供了专业性国际组织的存在理性，因此这类国际

组织理应将政治纷争消解于专业技术领域的和谐话语中。④ 它们即使不是反政治性

（ａｎｔ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的，也至少应该是非政治性（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的，只有在不断的去政治化（ｄ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进程中才能保持自身客观中立的地位，忠于职责使命，克服由政治化带

来的功能失调。⑤

功能主义对政治化动力的归因可以概括为政治官员对技术专家的职权僭越和不

当影响，其中隐含着对技术专家和技术自决的推崇以及对政治官员参与专业性国际组

织的批评和戒备。⑥ 相对于政治化动力的探析，功能主义理论更关注的是政治化的经

验表现和去政治化的实践对策。 政治化的经验表现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的联合国

专门机构中主要包括：引入和牵涉职责外议题的外部性、机构内部的高度对抗性、自由

主义原则受损、过度法制化、排斥性或夸大式宣传；⑦在人权和国际法领域的专门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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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中主要表现为政策的双重标准、政治偏见和选择性对待等立场不公问题。① 功

能主义理论认为，克服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政治化弊病可以从规范、话语、实践和制度等

层面推行去政治化，恢复组织本身的自主调节，由组织依据功能需求决定应选择的政

治工具和权力实施范围，比如，倡导和塑造协商一致的行为规范；采取中性化的话语诠

释策略，通过国际组织的专业渠道传播话语信息；尽可能建立专家主导的决策模式，甚

至垄断专业性行动领域；对涉及权力政治的事项进行过滤，加强国际组织行政机关的

自律与谦抑。②

（三）建构主义视角

与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从国家效用最大化出发的经济学分析路径不同，建构主义

注重用社会学分析路径理解世界政治现象，把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政治化纳入权威建构

的框架中解释，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将国际组织视为一种国际官僚机

构，把政治化等功能紊乱现象统称组织“病症”，归因于官僚机构作为一种具有自主性

和独立权威的行为体依据自身利益和逻辑行事、偏离初始任务和授权范围的进程，政

治化的动力根植于国际组织内在的官僚机构文化。③ 玛莎·芬尼莫尔（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

ｍｏｒｅ）和迈克尔·巴尼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指出，国际组织符合现代官僚制度，不仅从

创建它们的国家中获得授予性权威，还从其道德立场、专业知识和非人格化规则中建

构道义性权威、专家性权威与合法性权威。④ 因此，国际组织不会总是忠于其授权者

主权国家的命令，而是将自身的政治考量与偏好纳入看似客观中立的规则、程序与

知识，疏离甚至违逆主权国家的诉求，形成政治化的动力。⑤ 国际官僚机构自主推行

的去政治化进程实际上也是政治化的表现，是国际组织施展和维护社会建构性权

力、塑造自身独立权威的方式，因为不存在绝对客观中立的规则、程序与知识，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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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着国际官僚机构与主权国家、地方当局等行为体之间的权威建构与观念价值

之争。①

第二种观点立足于国际组织与其所嵌入的全球治理背景之间的关系，将政治化界

定为“国际组织专业职责内的技术性议题进入公众视野和政治辩论日程的外向型进

程”。② 国际组织需要就其内部事务接受全球社会公众质询并论证其正当性，经受政

治动员和政治抗议。③ 这一观点也将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的动力归结为独立权威

的建构，但不同于官僚机构理性文化的解释，而是认为国际组织从产生历史和制度设

计上看是“非民主”的。 随着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行为体，必须通

过公众关注、辩论、质疑以及认可来获得正当性，从而成为无政府社会中有别于主权国

家且被民主认可的权威。④ 这一语境下的政治化同政治行动、政策、政体并列为“政

治”的子概念，是政治行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包括所有添加政治印记、驱动政治进程、

塑造政策或促进政策变革、建构政治制度的行动。⑤ 因此，政治化进程不评判官僚机

构的功能性表现，而是强调公众关注与政治动员：一方面，公众对某项国际合作的议

题、内容或制度性安排存在不满；另一方面，政治领袖通过一定的政治结构寻找机会，

利用公众不满塑造政治行动。⑥ 近年来这种政治化多体现在西方社会特别是欧洲社

会关于反全球化、反国际合作、疑欧、退欧等政治运动中，与此相伴的是要求国际组织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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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策机制和程序中增加公民直接参与、建立问责制的“议会化”趋势。① 将政治化作

为获取正当性、提升民主性以建构权威的途径，使得去政治化反而成为要审慎对待的

概念，全球治理中“反对去政治化的政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②

（四）既有研究的不足

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从专业性国际组织作为政治博弈论坛、功能

性组织实体和独立社会权威的不同定位和特性出发，探究了政治化的概念内涵、主要

表现和成因动力，帮助学界和实务者从多种角度理解政治化现象、思考参与专业性国

际组织治理的政策启示（见表 １）。 不同理论视角提出的政治化动因解释有不同的侧

重和逻辑，这说明政治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政治现象和多维度的社会科学概念。 但是

既有研究对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关键特征的理解仍有不足，体现了对国际组织行为

逻辑探究和本体论思考方面的局限性，在政策启示上也难以产生理想成效。

表 １　 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的既有理论视角与分析

理论视角 概念内涵 主要表现 动力分析 政策意涵

理性主义

主权国家通过干预
国际组织议程、政策
和行动实现国家对
外政策目标的过程

有明确意图和策略
的政治操控或博弈
行为

主权国家谋求利益
和权力的理性动机

应纳入合理的对外政
策与外交行动框架

功能主义
政治议题、议程和
行动直接进入专业
技术领域

无法实现组织目标
的功能失灵

政治官员对技术专
家职权范围的僭越
和不当影响

应通过去政治化保持
政治与技术议题及政
策工具的相互分离

建构主义

国际官僚机构偏离
初始授权范围和使
命的进程；
国际组织专业职责
内的技术性议题进
入公众视野和政治
辩论日程

有明确意图和逻辑
的自主性行为；
公众关注下的政治
动员与政治抗议行
动

官僚机构运用社会
建构性权力维护自
身独立权威；
全球治理行为体满
足正当性与民主性
要求的独立权威建
构

应在理解尊重国际组
织自主性的同时通过
互动 与 互 构 施 加 影
响、塑造共有知识；
应保持一定的政治化
压力，促进国际组织
权威的正当性与全球
治理民主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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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既有研究过于偏重用工具理性逻辑解释政治化的动力，将政治化现象简化

为可用效用衡量的问题或行动，没有充分重视也无法解释政治化总是充满僵局和困境

的特征。 理性主义理论从国家中心主义立场看待政治化，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主要从

国际组织立场看待政治化，但三者可以在工具理性的行为逻辑框架下结成联盟，因为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政治化“有利可图”或能够达成战略目标的假设，行为体追

求利益、权力、独立权威的理性考量成为政治化的主要动力。 主权国家理性地从对国

际组织的政治操控中获益，国际组织则理性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和知识权威同作为授权

方的主权国家进行“智斗”。 这些虽然是促成政治化现象发生的重要动因，但过于简

单化和理想化。 由此推论，政治化可以等同于单一维度、以获利为导向的工具化进程。

然而，在现实的国际组织“生活世界”中，政治化很难被化约为某个具体的问题或具有

起止点的行动，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进程，其复杂之处在于难以用某个行为体的

损失—收益来衡量，而是成为一种难言进展或问题解决的僵局，甚至导向一种无法令

任何一方满意的“皆输”局面。 许多引发激烈辩论或国际政治反响的政治化问题都往

往转化为一种久拖不决的常在状态，在国际组织烦冗的议事规则、程序和会议文件中

被稀释化、日常化、惯性化。① 这显然是单一的工具理性逻辑所无法解释的，也是从单

一行为体视角出发容易被忽视的。

第二，既有研究对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本体论思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这一

复杂行为体主体性的全面审视。 理性主义理论将国际组织视为政治博弈的论坛，事实

上否认了国际组织具有自主、能动的主体性。 功能主义理论将功能性目的等同于专业

性国际组织“存在理性”的全部内容，将其视为只有法律人格而没有主体性的履职机

器。 建构主义虽然重视国际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权威，但仅关注国际组织负责日常事

务的秘书处，并将秘书处这一行政官僚机构的行为逻辑等同于国际组织的行为逻辑，

忽视了国际组织本体内涵的复杂构成和多重维度，割裂了国际组织秘书处与其成员国

以及具有利益相关性的专业机构及知识群体的关系。 总体而言，既有理论视角都将专

业性国际组织视为内涵给定的法律—理性行为体，没有充分打开这一复杂存在物本体

构成的“黑箱”，探究其主体性由何而来，因此难以对政治化问题形成深入、系统的理

解。 它们在回答专业性国际组织为什么不断出现政治化现象的时候，没有首先澄清

“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什么”的问题。

第三，既有研究对于国家如何应对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政治化现象难以提供兼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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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性和实效性的政策启示。 理性主义理论对政治化“理所应当”的态度容易鼓励国家

对专业性国际组织事务进行直接而生硬的干预，不仅容易引发国际组织内部的对抗与

冲突，而且可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功能主义理论关于保持政治与技术相互隔离的

政策处方属于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国际组织不可能真正脱离或无视其所嵌入的国

际政治之网，针对具体功能性弊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去政治化改革难有实效。①

建构主义理论为国家应对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政治化留出了较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一方

面，国家要尊重国际组织的独立权威和行动范围，将其视为推动全球治理变化的积极

施动者；另一方面，要关注国际组织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使国际组织的权力扩展和演变

始终服务其核心价值体系。② 但是，建构主义理论对如何管理好国际官僚机构这一宏

大任务言之甚少，除了扩大民间组织参与之外，其理论分析难以转化为促进国家同国

际组织积极互动的具体政策和行动方略。 既有理论视角还容易引发实践中政治化与

去政治化概念的混乱应用，使政治化在某些情况下看上去是应该克服的弊病，但换个

角度看却是必要和正当的。
可见，既有研究对专业性国际组织本体论探究不足、过于偏重工具理性逻辑的单

一维度解释，使之难以理解政治化进程总是长期持续、循环重复的，而且以僵局和困境

为特征。 因此，有必要拓展理论视野来审视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的动力，重视此类

国际组织内部的身份认同与主体性建构问题，思考它们是一种怎样的决策和行为主

体，这一主体如何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进而才能决定如何行动。 后结构主义理论族

群中的身份认同框架为此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视角。

三　 后结构主义的身份认同分析框架

后结构主义的身份认同框架是一种坚持话语本体论、关注主体性建构的分析视

角，认为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主体性建构进程与状态是解释世界政治中各种行为

与现象的根源和动力，身份认同塑造了行为体的主体性，进而通过行为主体的话语实

践与对外政策以及行动相互关联和建构，实现并同时影响身份认同与主体性。③ 用这

一视角审视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政治化现象意味着将研究重心从目标—行动关系转至

身份—话语关联，即超越政治化能为谁带来什么收益的问题，转而思考政治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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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说话”，不同的话语之间如何产生了交汇和碰撞、如何影响了主体的自我认知和

行动。① 这一思维转变有助于理解专业性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不仅需要问题解决

式的“存在理性”，还要适应并应对复杂且持久的身份认同困境。 换言之，专业性国际

组织不仅是一种为满足功能性目的而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权威的理性行为体，而且在

多元行为体话语互动和多重逻辑交汇中持续建构其独特主体性，行为体身份认同歧异

性张力下的主体性建构难题导致专业性国际组织在政治化进程中陷入难以形成集体

决策和行动的困境。

（一）后结构主义理论视野中的话语、身份认同与主体性

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与主流理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没有也不尝试提供

新范式，而是探究使理论和知识“之所以如此”的前提、假设、过程和悖论，旨在把国际

关系研究从范式强加给世界的“现实”和“认识”中拯救出来。② 尽管各种后结构主义

理论之间观点和方法差异巨大，但其共同点是反基础主义本体论和后实证主义认识

论，强调语言具有建构性、政治性、社会性等本体论意义和关系性认识论价值，没有存

在于话语之外的“客观”现实，应超越观念和知识必然“根植（ｇｒｏｕｎｄｅｄ）”于社会现实

中的假设。③ 世界政治是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话语建构和表象，现代社会科学中

被普遍接受的二元结构论，如主体与客体、施动者与结构、物质与观念、事实与价值等，

只是特定身份视角下的一种表象方式与意义解读策略。④

话语在关联与区分的过程中建构了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塑造了话语的表象，进

而以话语为媒介、以非因果结合的方式同对外政策及行动联系起来，与之在相互建构

的过程中保持协调平衡。⑤ 由话语建构并存在于话语中的身份认同是后结构主义理

解世界政治的核心概念和切入点，被定义为通过自我区别于他者的集体归属关系建构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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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维系本体安全的过程。① 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观点具有很大差异的是，后结

构主义认为权力、利益、规范等都是构成国际秩序的要素，而身份认同才是国际秩序的

根源，基于身份认同的话语实践统合权力、利益、规范等要素，具有驱动国际秩序演变

的自足动力。② 同时，由于语言指涉系统本身具有“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话

语中的身份认同和对外政策及行动之间具有开放性和不稳定性。③ 因此，后结构主义

强调认同进程（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蕴含的矛盾和张力，认为差异和断裂总是与同一性、连续

性共存于主体自我实现的过程中。④ 以身份认同为根源和动力的世界政治充满了差

异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主体与场域之间复杂混沌的交织，也是一个分裂与整合同

时进行、持续变化的进程。⑤

在身份认同通过话语建构对外政策并与之互构的过程中，主体性是一个不可或缺

的概念。 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人”不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给定性内涵的概念，而是一

种历史社会建构，事实上从来没有确定无疑的“主体”，只有不断建构和重构的“主体

性”。⑥ 吉尔·德勒兹（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认为，世界政治中的斗争、解放与变革从根本上

说是为了摆脱被强加和物化的自我，塑造新的主体性。⑦ 也有学者强调，不同类别的

主体性即不同的主体立场体现在话语结构中，根据主体的身份认同划定界限。⑧ 雅

克·德里达（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用解构的方法理解主体性，需明确什么是他者的、不宜

的和应拒斥的，才能知道什么是自我的、适宜的和可为的。⑨ 可见，主体性是行为体自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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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在、自为的意志和能力，是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自我意识和对自身能力、义

务、责任的界定，通过不断自我反思和自我建构的身份认同话语实现。① 作为主体性

构成基础的身份认同经常是多元、多重、彼此竞争和冲突的话语。 身份认同的协调一

致使内涵与边界清晰的主体性得以建构，身份认同的差异与断裂造就了主体性建构的

困难甚至失败。② 明确和稳定的主体性是识别利益、选择偏好、制定政策并开展对外

行动的前提，使身份认同话语的意义得以表达和实现。 将话语、身份认同与主体性建

构置于一个连贯的逻辑框架中是后结构主义区别于建构主义、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后

殖民主义等其他反思主义理论的关键特征，也是对话语、身份认同和对外政策逻辑链

条的一种细化（如图 １）。

图 １　 后结构主义话语实践中的身份认同、主体性与对外政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建构

在后结构主义身份认同视角下，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一种具有复杂主体性内涵的行

为体，不能被简化为法律—理性行为体，需要解构其内部的身份认同多重性与复杂性。

首先要从不同行为体及其彼此歧异的话语中考察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建构状态

和进程，才能理解其行动与后果、张力与和谐、延续与断裂，即将其对外政策及行动中

的目标—行动逻辑置于主体性思考之后。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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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不仅限于国际法地位和资格的认定，而是对国际

组织作为复合团体人格的集体意识、职责边界和行为规范的整体认知。 具有主体性的

国际组织不仅要按照其机构章程规定的目的、程序和规则行事，还应有对其宗旨使命

的价值理解和规范认同以及关于如何运用其社会建构权力的专业知识。① 这意味着

专业性国际组织不是仅由组织法、协议和备忘录等条文界定的抽象法人，还需要在实

践中做出符合自身身份定位与适宜性逻辑的判断与选择，开展连贯自洽的活动，承担

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权利与义务。②

第二，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不等同于国际官僚机构的组织理性，而是由多元

行为体共同建构的。 虽然国际组织都有一个常设的官僚机构作为开展日常活动的组

织实体，但从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一般治理结构可以看出，参与最高决策机制的成员国

以及参与决策建议、帮助国际组织开展技术活动的专业知识机构和专家群体共同塑造

了专业性国际组织的集体意志和决策行为。③ 他们在专业性国际组织的现实工作世

界中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远远超出委托—代理的框架。④ 因此，专业性国际组织的

主体性建构关键是相关行为体之间身份认同的调和。 也可以说，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

体性存在于不同身份认同行为体不断协调其差异与矛盾的过程中。

第三，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不是给定的、完备的，而是开放的、持续建构的进

程。 主体性不等同于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法定资格，也不同于官僚行政机构的组织理

性，只能在行为体的多元话语互动的过程中被持续建构，呈现出变化、断裂和不连续的

状态。⑤ 当相关行为体身份认同调和程度较高、能够形成共识基础时，专业性国际组

织能够有效建构其主体性，对自身责任、利益、意图和行动战略具有较为明确的认知，

具有开展集体行动的能力；反之，当相关行为体身份认同差异难以调和、缺乏共识基础

时，专业性国际组织则无法形成集体意志、开展集体行动，需要通过反思、适应和学习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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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来协调内部身份认同，调适主体性建构。①

可见，专业性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一样在世界政治中拥有主体性，但是又不同于

主权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具有独特的主体性内涵和建构机理。 这意味着专业性国

际组织不仅需要独立的资源、授权和地位等作为稳定、实在的自然本质，还需要在多元

行为体互动中塑造的集体目的、意志和知识作为社会本质，为其决策与行动提供正当

性与合理化来源。② 基于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问题是专业性国际组织能否形成自

主意志、开展有效活动的关键。

（三）建构专业性国际组织主体性的身份认同

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建构主要取决于三类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身份认同话语

互动：一是代表成员国意志和利益的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具体指各国派驻专业性国

际组织的大使、常驻代表等职业外交人员以及参与国际组织各类议事机制的政府官员

等代表；③二是专业性国际组织职责领域内享有知识专长的专业知识共同体，专业知

识是指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通过科学方法、设备和途径生产、传播和积累的系统性知

识，此类知识生产需要一般行政人员所不具备的技能和经验；④三是官僚理性行为体，

即作为专业性国际组织日常行政机关的秘书处及其国际公务人员，也就是芬尼莫尔等

学者强调的、符合韦伯关于现代理性行政组织权威特征的国际官僚机构，具有为理性

化管理而设置的科层制度、内部分工和运转流程，遵循程序化、规范化和去人格化的组

织理性。⑤

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肩负着表达国家立场观点、维护国家利

益、实现国家偏好的职责，他们虽然具有推进国家利益和推进专业性国际组织共同体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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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ｐｐ．１４－１５．
Ａｎｎａｂｅｌｌｅ Ｌｉｔｔｏｚ⁃Ｍｏｎｎｅ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ｎａｂｅｌｌｅ

Ｌｉｔｔｏｚ⁃Ｍｏｎｎｅｔ， 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ｉ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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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８， Ｎｏ．２， ２０１３， ｐｐ．２６５－２９０； Ｔｏｎｙ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Ｄａｇ⁃
ｍａｒ，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ｏｎｙ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Ｄａｇｍａｒ， ｅｄｓ．， Ｗｅｂｅｒ􀆳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５， ｐｐ．７３－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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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双重任务，但国家利益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先性。① 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是专业

性国际组织的创建者和授权者，也是其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对专业性国际组织拥有政

治支持和认可的象征性权力以及经费、场地、活动等资源动员和赋予的干预性权力。
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以国家主义作为基本话语，看重专业性国际组织的功能性表

现，在尊重国际组织一般性权威和规则的前提下对其抱有工具化利用的态度和期

望。 该行为体内部并非一个匀质、整合的统一体，而是一个以国家身份作为基本界

限相互区分的群体，以各国外交官追求地位、影响、威望、资源和行动成效的相互竞

争关系为主。②

专业知识共同体是以专业知识作为联结点、超越民族国家身份界限的认知

共同体，以普遍主义作为基本话语，看重专业性国际组织决策行动的客观性、科

学性和非歧视性，以塑造跨国的认知理解和道义团结为规范性目标，将专业性国

际组织的知识权威置于单个国家利益和偏好之上。 该共同体生产和传播的专业

知识对国际组织而言具有阐明利益、塑造偏好、影响决策判断和行动选择的作

用，为专业性国际组织的社会建构性权力提供内容来源和意义诠释，蕴含重要的

政治动员潜能。③ 尽管专业知识共同体内部具有专业意见和技术判断上的多样性，但
是对于将跨国的知识权威置于单个国家利益和认同之上有着普遍共识，是一个相对匀

质的行为体。
官僚理性行为体在成员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治理机构和决策机制中没有正式角

色，负责在操作运行层面为组织决策提供行政支持服务，并为落实决策开展行动。
国际官僚机构作为国际组织的物质实体，以中立主义作为基本话语，看重国际组织

的独立性、中立性与权威性，以程序正义和标准化运行作为规范性目标，注重避免介

入其他行为体之间或内部分歧，避免显示倾向性立场。 该行为体在专业性国际组织

实践中经常与专业知识共同体形成协作关系，将专业知识作为免于陷入纷争的中立

化手段，或通过专业知识隐含的偏好塑造和影响专业性国际组织政策行为，并运用

非正式治理权力。
三类行为体有不同的规范性目标、优先关切、行动逻辑和权力类型，通过其身份认

同基本话语中的关联和区分呈现出彼此的群际界限（如图 ２）。 关联是指行为体话语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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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ｏ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 ａｓ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ｃ⁃
ｋ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６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１， ｐｐ．５４３－５６１．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ｏ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ｃｋ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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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集体认可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积极的身份认同；区分是指同其他行

为体相比存在的差异性要素，构成了否定的身份认同。①

图 ２　 专业性国际组织内部不同身份认同的关联与区分

资料来源：笔者参考了莱娜·汉森（Ｌｅｎｅ Ｈａｎｓｅｎ）关于话语中的身份如何实现关联与区分的

方法，参见莱娜·汉森：《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战争》，第 ２３ 页。

（四）身份认同歧异性、主体性建构难题与政治化困境

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专业知识共同体和官僚理性行为体共同参与建构专业性国

际组织的主体性，在话语实践中形成交汇和碰撞。 在一些情况下，三者能够就具体议

题达成共同目标和话语协调，形成共有的知识和情感，构建专业性国际组织内部协调、

明确和稳定的主体性特质。 但是，当三类行为体同时介入某一议题的议事和决策程序

却又难以就规范性目标和优先关切相互协调时，围绕各自的基本话语坚持不同的身份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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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莱娜·汉森：《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战争》，第 ２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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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和价值认同就会产生议题领域中身份认同歧异性的张力。 在这一张力下，不同行

为体对国际组织议题的认知、利益和预期由匀质性趋于异质性，这意味着专业性国际

组织的主体性建构在不同方向的牵扯与相互掣肘中丧失聚焦点，无法形成必要的共

识，难以对组织整体的目的、责任和能力等形成协调认知，也无法划定行使权力、开展活

动的适宜性边界，表现为无法形成集体决策和开展集体行动，导致进入政治化困境（如

图 ３）。换言之，不同行为体的身份认同歧异性造成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建构难

题，塑造了充满分歧、矛盾和争议的政治化进程的动力。

图 ３　 身份认同视角下的政治化动力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这一多元身份认同话语互动、多种行为逻辑交织的复杂化进程中，任何一种单

向度的理性设计和博弈图景都难以真正推行，任何决策和结果都不是由某个行为体单

方面的战略行为推动实现的。 事实上，当议题领域中的身份认同歧异性较低时，不同

行为体能够形成共同话语，达成共识基础，有效建构国际组织的主体性并开展集体行

动，这种情况下无所谓政治化或说政治化程度较低。 从收益角度来看，这无论是对于

专业性国际组织整体还是对其中任何一类行为体都不无益处。 反之，当身份认同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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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上升，不同行为体身份认同话语形成激烈碰撞，或形成“各说各话”的平行竞争关

系，其共识基础走向碎裂，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难以有效建构，以至于出现不做决

策或推迟决策的局面，以暂时搁置或避免争议，使集体行动陷入政治化的困境和僵局。

任何一类行为体在这一高度政治化的局面中都难以称得上是获益者，也谈不上实现理

性计划或预期。

由此可见，在后结构主义身份认同视角下，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是不同身份

认同行为体就专业议题的政治意涵、价值理解以及适宜行动形成的话语分歧和争

议，关键特征为集体决策和行动的僵局与困境。 与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建构主义理

论视角不同，这一理解认为政治化的“病症”不在于专业性国际组织决策选择的具体

内容及后果，而在于集体无决策，这是一种无所适从、无所进展的困顿状态，无法用

事件化的思维和成本 ／ 收益的理性标准去衡量，不能通过某种行政系统上的改革方

案或制度设计来解决，也不能强加政治干预行动，需要深层次的话语沟通和共识塑

造，以协调平衡身份认同的话语差异，推动建构和重构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

因此，后结构主义身份认同视角为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的内涵和动力提供了一种

补充性解释，有助于理解政治化现象总是反复持续存在而且总是充满复杂矛盾和困

境的原因所在。

四　 “负面”世界遗产的案例解析

本文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面”世界遗产作为经验案例，主要基于三点依据。

第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认为是政治化程度严重且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专业性国际组

织，世界遗产是该组织政治化现象突出的议题领域。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因政治

化问题遭遇“退群”危机，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新加坡、南非、葡萄

牙、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和美国等国曾因朝鲜战争、反殖民主义政策、反种族隔离制度、

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等原因做出过抵制或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②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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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界遗产“争议”项目具有强烈的国际政治反响，轻则引起争端方的抗议声明，重

则引发国家间武装冲突。 美国、以色列和泰国曾对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

做出“脱钩（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ｅ）”表态，表达对其决策正当性和效力的否认。① 第二，“负面”

世界遗产的案例具有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表现为集体决策和行动困境的典型特

征。 案例既牵涉欧美发达国家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国家的利益诉求，也使

世界遗产专业机构和专家深度参与其中，体现了不同行为体对世界遗产意义的分歧

性理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出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历史上少见的“推迟”审议决定，

能够展示国际组织集体无决策及其中包含的矛盾与张力。 第三，同世界遗产领域其

他的政治化案例相比，如泰国和柬埔寨边境上的柏威夏寺遗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争议领土上的耶路撒冷南部景观等涉及领土争端的项目，“负面”世界遗产涉及历史

记忆和价值阐释，更能够说明世界政治现实中身份认同和意义理解问题的复杂性与

重要性。

（一）“负面”世界遗产的内在张力

“负面”世界遗产是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概念，因为世界遗产就其来源、定义与

价值标准而言一般指涉“正面”遗产。 世界遗产保护理念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抢救和保护阿布辛贝神庙、威尼斯古城等重要古迹遗址的国际合作行

动，核心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 “构建理性与道义团结”基础上提出

的“人类共同遗产（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和“共同保护遗产责任”。② １９６５

年，“世界遗产信托”计划白宫会议首次使用“世界遗产”这一术语，指出它不仅包括文

化遗产，还应涵盖对于人类整体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然环境。③ 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 １７ 届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世界遗产定义为“具有

独一无二且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对于全人类整体利益而言具有突出重要性的财产，

无论属于哪个国家或人民，都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保护”。④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目前有 １９４ 个缔约方，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总数还多，是该组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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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２０ 届、第 ３２ 届和第 ３８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记录（ ｓｕｍｍｅ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７，”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８ 日。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ａｔ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Ｇéｒａｒｄ Ｂｏｌｌａ， “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ｕ ‘ ｐａｔｒｉｍｏｉｎｅ ｍｏｎｄｉａｌ’，”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 １３５２２５，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ａｔ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Ｇéｒａｒｄ Ｂｏｌｌａ， “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ｕ ‘ ｐａｔｒｉｍｏｉｎｅ ｍｏｎｄｉａｌ’，”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 １３５２２５，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ＵＮＥＳＣＯ，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ｅｘｔ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具普遍性的国际准则文件，这意味着世界遗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

认同。①

世界遗产的关键评价标准是要具备“突出普遍价值（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

ｕｅ）”，即“文化和 ／或自然维度的重要性如此突出以至于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对于当

代和未来世世代代的人类都具有共同重要意义”。② 共同性（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和持久性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是突出普遍价值的核心要素，前者强调超越国家、民族、种族和性别等界

限的人类共同理解认知和价值，后者强调共同价值的历时稳定及可被传承。③ 突出普

遍价值的具体评价标准共有 １０ 条，④反映了世界遗产内在的“正面”意涵，即通过文

物、建筑、建筑群、遗址以及自然景观等客观、有形的载体，表达人类对真善美等终极价

值的共同追求，通过共同遗产的建构增进全球范围内的智识和道义团结，促进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于人之思想中构筑保卫和平之屏障”的宗旨使命。⑤

在这一背景和语境下，“负面”世界遗产显然是一个特殊类别。 负面遗产（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中是指承载和关联集体想象中负面记忆的冲突性遗址，与

“纠结的历史（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黑暗的历史（ｄａｒｋ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良知遗址（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等相关，常同“模糊性遗产”“分歧性遗产”等概念交替使用。⑥ “负面”世

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语境中近年新兴的术语，定义为“与晚近冲突等负面

记忆相关的文化和自然遗址”。 晚近冲突包括 ２０ 世纪以来发生的重大战争、屠杀以

及以其他形式卷入争端方并造成生命损失和分裂性的“负面事件”，反映但不涵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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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截至 ２０２２ 年共有成员国 １９３ 个，美国和以色列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不再是该组织成

员国，但仍保留《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身份。 此外，梵蒂冈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缔约国，但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瑙鲁和图瓦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但不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缔约国。
Ｎａｎｔａ Ｎｏｖｅｌｌｏ Ｐａｇｌｉａｎｔｉ， “Ｌｅｓ ｄｙｎａｍ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ｌａ ｖａｌｅｕｒ ｄｕ ｐａｔｒｉｍｏｉｎｅ ａｕｊｏｕｒｄ􀆳ｈｕｉ： 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ａｉｎ Ｃｈｅｎｅｖｅｚ ａｎｄ Ｎａｎｔａ Ｎｏｖｅｌｌｏ Ｐａｇｌｉａｎｔｉ， ｅｄｓ．， 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Ｖａｌｅ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ＵＮＥＳＣＯ： ｕｎｅ ｕｔｏｐｉ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 ２０１４， ｐｐ．３３－３８．

Ａｌａｉｎ Ｃｈｅｎｅｖｅｚ， “Ｌｅｓ ｍé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ｓ ｄｕ ｐａｔｒｉｍｏｉｎｅ ｍｏｎｄｉａｌ，” ｉｎ Ａｌａｉｎ Ｃｈｅｎｅｖｅｚ ａｎｄ Ｎａｎｔａ Ｎｏｖｅｌｌｏ Ｐａ⁃
ｇｌｉａｎｔｉ， ｅｄｓ．， 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Ｖａｌｅ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ＵＮＥＳＣＯ： ｕｎｅ ｕｔｏｐｉ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 ｐｐ．１１－３２．

突出普遍价值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见证或体现“人类杰出创造力”“人类价值交流”“独特文明或文化传

统”“人类发展史的重要阶段”“传统人居环境或与自然互动方式”以及直接体现“具有突出重要性的思想、观念、
信仰等”。 参见 ＵＮＥＳＣＯ，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Ｌｙｎｎ Ｍｅｓｋｅｌｌ，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Ｒｕｉｎ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ｐｐ．２１７－２２３．

Ｌｙｎｎ Ｍｅｓｋｅｌｌ，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ｓｔ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７５， Ｎｏ．３， ２００２， ｐｐ．５５７－５７４； Ｓａｒａｈ Ｍｏｓｅｓ，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ｅｄ Ｓｐａｃ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２０１５， ｐ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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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全部的“黑暗历史”。① 尽管“遗产”一词在许多文化中都仅指积极的、值得褒扬的

“好东西”，但不可否认的是，遗产作为一种历史传承物包含多样的类型和意义，相对

于不同的群体和时代可以有不同甚至冲突性的理解和诠释，世界遗产也无法与负面

维度绝缘。②

（二）“负面”世界遗产的政治化进程

世界遗产申报程序由成员国提交申请、国际咨询机构专业评估和世界遗产委员会

决策三个环节组成。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ＩＣＯＭＯＳ）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作

为国际咨询机构对申报项目进行考察评估，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评估建议。③ 世界

遗产委员会是由《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选举产生的决策机关，在国

际咨询机构评估建议的基础上通过集体辩论做出最终决定，包括列入（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补

报（ｒｅｆｅｒ）、重报（ｄｅｆｅｒ）和不列入（ｎｏ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四种类型。

１９７８ 年，尽管还没有“负面”世界遗产这一术语，但已出现首个“负面”世界遗产。

第二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将塞内加尔的格雷岛（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Ｇｏｒéｅ）纳入首批《世

界遗产名录》，作为对 １５—１９ 世纪非洲奴隶贸易历史的反思性纪念，认定该项遗产符

合突出普遍价值第 ６ 条标准“特别的历史意义”。④ 在 １９７９ 年的第三届世界遗产委员

会上，纳粹德国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作为世界公认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地，也根

据突出普遍价值第 ６ 条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第一个与晚近冲突相关的“负

面”世界遗产，意义在于警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否定人类尊严的悲剧性后果及其深

远威胁。 格雷岛和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反映了人类的“黑暗历史”和负面记忆，

但其列入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和意义得到了国际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一致

认同，不存在分歧性理解和争议，因此也不被认为与政治化相关。

１９９６ 年日本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子弹爆炸遗址）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开启了

缔约国政治化利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先河。⑤ 日本是最早也是持续

派职业外交官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国家。 尽管日本申报材料中言明的遗产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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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ＣＯＭＯ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８４９６９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Ｒｉｃ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４， ２００８， ｐｐ．３４４－３５２．

ＩＣＯＭＯＳ 负责对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评估，ＩＵＣＮ 负责对自然遗产项目进行评估。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Ｇｏｒéｅ—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ｉｓｔ，”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ｌｉｓｔ ／ ２６，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赵东旭：《争议中的世界遗产》，载吕舟主编：《变化中的世界遗产（２０１３—２０１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２３６—２５６ 页。
赵东旭：《争议中的世界遗产》，载吕舟主编：《变化中的世界遗产（２０１３—２０１９）》，第 ２３５—２５６ 页。



“人类历史上原子弹首次作为武器使用造成巨大灾难的永久、唯一见证……象征了对

消除核武器与实现世界和平的希望”，①但这一价值阐述并未使利益相关国家信服。

中国认为日本申遗旨在逃避战争责任、洗白侵略历史。 美国表示，尽管日本是其盟国

和朋友，但无法认同这项申报对原子弹使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历史意义的曲解，

而且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遗址不属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定义的世

界遗产范围，这项申报违背了世界遗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② 尽管中美两国

强烈反对，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仍得以列为世界遗产，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国际咨

询机构的支持。 国际咨询机构评估认为，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作为“特例”，可以根据突

出普遍价值第 ６ 条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当时国际咨询机构的意见普遍较受世

界遗产委员会尊重，因此中美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中的少数反对者，无法阻止广岛和

平纪念公园的列入。 这一“负面”世界遗产项目已呈现出政治化进程中充满矛盾争议

的特征，但此时的纷争主要限于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内部，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和专

业知识共同体之间的整体共识基础仍然存在。

２０１８ 年，法国和比利时向第 ４２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了其联合申报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墓地及纪念场所（西线）”项目，包括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北部 １３９ 处第一次

世界大战多国阵亡士兵的集体合葬墓地、个人墓地及纪念馆，认为符合突出普遍价值

第 ３ 条、第 ４ 条和第 ６ 条标准，意义在于将战争记忆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变为对普通牺

牲者个体生命和尊严的悼念。③ 但是，国际咨询机构认为西线墓地和纪念场所的建筑

本身以及作为一种文化见证并不满足第 ３ 条和第 ４ 条标准的要求，对第 ６ 条标准应该

如何使用则含糊不定，因此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了四个常规建议类别之外的“推迟

审议”建议，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程序性混乱和激烈辩论。 世界遗产委员会内部

对法国和比利时联合申报项目也持有高度分裂的立场，一些国家认为应审慎列入“负

面”世界遗产，法国和比利时联合申报项目还有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之处，不应急

于列入；另一些国家则不赞成含糊其词的推迟，提出即使不立即列入，也要确保项目继

续完善和评审的进程不被中断或无限拖延。 世界遗产中心官员和法律顾问作为教科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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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ＵＮＥＳ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ｉｓｔ， 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Ｎｏ．７７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ｌｉｓｔ ／ ７７５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ＵＮＥＳＣＯ，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Ｐｅａｃ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Ｇｅｎｂａｋｕ Ｄｏｍｅ）， Ａｎｎｅｘ Ｖ，”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ｒｅｐｃｏｍ９６．ｈｔｍ＃７７５，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Ｐｅａｃ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Ｇｅｎｂａｋｕ Ｄｏｍｅ） （Ｊａｐ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ＯＮＦ ２０１
ＶＩＩＩ．Ｃ，”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 ２９９７，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７ 日。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１８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ＣＯＭ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６７８５７，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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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组织秘书处代表屡次应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澄清规则、补充信息，但未能弥合世界

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之间以及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与国际咨询机构之间的分歧。 澳

大利亚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以“要求重报”作为实质性决定意见的修正案，但未能获

得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共识，反对理由是对“负面”遗产如何与世界遗产核心价值及《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宗旨相关联缺乏共同和充分理解，世界遗产委员会不具

备做出任何实质性决策的基础。①

在激烈而漫长的辩论与争吵之后，第 ４２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最终对法国和比利时

联合申报的“负面”世界遗产项目做出了“推迟审议”的特殊决定，其所用的“推迟审

议”术语不仅不属于世界遗产列入、不列入、重报、补报的四种决定类别，而且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议事规则中指的是一种程序动议（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仅指涉“推迟”这

一行动，而不能表达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的实质内容，这与项目暂不满足突出普遍价

值标准、需要重报或补报材料所意指的“推迟（ｐｏｓｔｐｏｎｅ ／ ｄｅｌａｙ）”完全不同。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大量既有规则、程序和经验案例等构成的决策框架中，做出了“无决策”这

一“非理性”选择。 同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纪念地项目具有开创先例的作用，

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上还有十个与晚近冲突相关的项目正在等待正式提交申报和审

议（见表 ２），第 ４２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请国际咨询机构对与晚近冲突和其他负面、

分裂性记忆相关的遗产进行梳理和“全面反思”，在达成能够为各方普遍接受的“负

面”世界遗产评判和意义解读标准之前，暂不推进任何具体项目的申报与评估。② 这

意味着在“负面”世界遗产项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同行为体之间形成了严重

的话语分歧和冲突，失去了共识基础，陷入了无法进行集体决策、开展集体行动的政治

化困境。

表 ２　 《预备清单》中拟正式申报的“负面”世界遗产项目

申报国家 项目名称 申报时间 突出普遍价值标准

安哥拉 奎多库纳瓦莱：解放与独立纪念地 ２０１７ 年 （ⅲ）（ⅵ）：与西南非洲独立战争相关

阿根廷 秘密监狱博物馆 ２０１７ 年 （ⅲ）（ⅵ）：与独裁政权统治史相关

佛得角 塔拉法尔集中营 ２０１６ 年 （ⅲ）（ⅵ）：与独裁政权统治史相关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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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ＵＮＥＳＣＯ，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４２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７１３５７，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ＵＮＥＳＣ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４２ ＣＯＭ ８Ｂ．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 ７１３７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续表 ２
申报国家 项目名称 申报时间 突出普遍价值标准

斯洛文尼
亚

从阿尔卑斯到亚德里亚的和平之
路———第一次世界大战遗址

２０１６ 年 （ⅱ）（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

法国 ／
比利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墓地和纪念场所
（西南线） ２０１４ 年

（ⅲ）（ⅳ）（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
关

法国 诺曼底登陆海滩 ２０１４ 年 （ⅳ）（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

印度 安达曼岛蜂窝监狱 ２０１４ 年 （ⅳ）（ⅵ）：与印度民族独立战争相关

俄罗斯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景博物馆 ２０１４ 年 （ｉ）（ⅳ）（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

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达达尼尔和
加里波利战区

２０１４ 年 （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

卢旺达 大屠杀纪念馆 ２０１２ 年 （ⅲ）（ⅵ）：与种族灭绝相关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评估报告整理，参见 ＩＣＯＭＯＳ， “ＩＣＯＭＯ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ｉ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ｃｏｍｏｓ．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Ｗｏｒｌｄ＿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 ＩＣＯＭＯ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ｄｅ＿ｒｅ⁃
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ｅｓ＿ａｕｘ＿ｍｅｍｏｉｒｅｓ＿ｄｅ＿ｃｏｎｆｌｉｔｓ＿ｒｅｃｅｎｔｓ．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注：表中罗马数字代表相应的世界遗产评价标准。

（三）“负面”世界遗产中的身份认同歧异性

“负面”世界遗产从协商共识走向争议分裂的政治化进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

同行为体身份认同歧异性不断加剧并涌现的过程。 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专业知识共

同体和官僚理性行为体在世界遗产申报和评估进程中的共同参与程度不断深化，趋于

坚持各自的身份认同基本话语，在对世界遗产项目价值、意义、目标和优先关切上的差

异性、竞争性和矛盾性日益彰显。
在世界遗产领域，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具体指世界遗产委员会各委员国的外交人

员或官方代表。 他们坚持国家主义的基本话语，将世界遗产视为国家身份和特性的象

征，通过世界遗产评估决策机制争取国际社会对本国独特文化价值和对人类文明贡献

的“承认”。① 因此，申报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其行动的首要和直接目标，与此

相关的专业知识应为促进国家身份认同、实现国家政策意图服务。 而且，由各国外交

官组成的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是一个充满竞合与博弈关系的群体，其作为世界遗产参

与者的集体身份认同相对淡薄。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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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ｉａｒａ ｄｅ Ｃｅｓａｒｉ，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ｏｓａ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０，
Ｎｏ．３， ２０１０， ｐｐ．２２９－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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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世界遗产领域的专业知识共同体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及其专家为主，

涵盖从事国际文化遗产相关工作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国际法

学家和政治学家等。 他们坚持普遍主义的基本话语，认为包括“负面”世界遗产在内

的各类遗产都应服务于构建国际社会共同体这一目标，应通过设立和运用突出普遍价

值淡化世界遗产的国家民族属性，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归属和共同责任。 因

此，世界遗产委员会应该成为一个超越各个主权国家简单相加的跨国决策机构，根据

“共同性”与“持久性”的价值标准做出科学、客观、中立的评判。 对于专业知识共同体

而言，申报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应成为行动的主要目标，而只是遗产价值论证

和知识积累的一项附带产物，服务于增进各方遗产保护共识的最终目的。

世界遗产中的官僚理性行为体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内部负责履行《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世界遗产中心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有世界遗产领域的专

业知识背景，但首要身份是国际公务员，按照规则不参与世界遗产的正式决策。 世界

遗产中心坚持中立主义的基本话语，认为只要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审议即完成了基本任务，应尽力避免参与置评世界遗产委员会所做决定。 尽管世界遗

产中心不参与项目列入与否的正式决策，但与此相关的争议仍会使之面临如何恪守中

立、避免选边站队的压力。 因此，世界遗产中心总是倾向于与遗产评估机构及专家结

成共谋关系，借助专业知识共同体提供的科学评估意见支持中立主义话语，回避或消

解成员国可能的质疑或抗议。

“负面”世界遗产行为体身份认同歧异性的不断增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世界

遗产委员会的参会代表团团长从以专业知识共同体代表为主转变为以国际政治外交行为

体代表为主（如图 ４）。 １９７７ 年第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 １５ 个委员国代表团团长全部为文

物、历史、自然资源、环境等专业部门和机构代表以及相关领域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等。 此

后，随着越来越多新独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遗产委员会，由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

团职业外交官作为委员国代表参会的情况越来越常见。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代表主要为

文化参赞或更低级别、负责具体业务的秘书衔外交官。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职业外交官与专

业人员担任委员国团长的比例大致各占一半，但 ２０１１ 年以来外交官比例远远超过专业人

员，且几乎全部为大使、外长、内阁外事顾问甚至副首相等高级别官员，各国专业代表中也

以文化或自然领域政府部门代表居多，专家学者率团参会的情况已基本消失。 国际政治外

交行为体主导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很容易成为主权国家就权力和利益讨价还价的论坛，他们

很难与世界遗产国际咨询机构共享相同或相近的认知视角、专业知识以及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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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历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外交与专业人员担任代表团团长比例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报告整理。 参见 ＵＮＥＳ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７，”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其二，世界遗产委员会推翻国际咨询机构专业意见的比率显著提升。 《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将客观性和科学

性作为世界遗产评估的核心原则，将国际咨询机构的参与和意见作为世界遗产决策正

当性与公信力的重要来源，因此，国际咨询机构的评估建议长期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

的尊重和认可。 但进入 ２１ 世纪，国际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意见分歧日益显

著，重合度明显下降。①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修改国际咨询机构评估建议

的比例越来越高，致使世界遗产委员会最终决定列入的世界遗产数量与国际咨询机

构建议列入的数量差距越来越大（如图 ５）。 此外，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修改除体现在

相邻档次的“提级”外，还出现越来越多由“重报”改为“列入”或是由“不列入”改为

“列入”的颠覆性修改（如图 ６）。② 比如，引发美国和以色列强烈抗议的耶路撒冷南部

景观和希伯伦老城两处遗址都是在国际咨询机构建议“不列入”的情况下被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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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列入和列入的决定等级之间有两个中间等级：要求补报是指突出普遍价值基本获得认可，但是需要

修改、补充申报材料或健全保护管理政策，不需要重新进行实地评估，一般在下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直接讨论；
要求重报是指承认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但这一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提炼，需要重新整理并提交申报材料，也需要

重新进行实地评估，一般要经历两三年的周期才能再次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上讨论。 以列入为目标的意见等级由

低到高序列分别为：不列入、要求重报、要求补报和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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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直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① ２０２１ 年第 ４４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的 ３６ 个

新申报项目中，有 １８ 个被国际咨询机构推荐列入。 但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将 １４ 个

原本建议“补报”或“重报”的项目也直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说明 ２０２１ 年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有近一半在“科学标准”上并未完全满足专业机构的

要求。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不同参与行为体从各自立场、利益和期待出发对决策方向

施加不同影响，使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成为基于身份认同歧异性的“不合作博弈行

为”的结果。②

图 ５　 国际咨询机构建议列入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列入的世界遗产项目数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名项目文件和决定制作，参见

ＵＮＥＳ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７，”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ｓｅｓ⁃
ｓｉｏｎ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ＵＮＥＳＣＯ， “Ａｌ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四）“负面”世界遗产中的主体性建构难题

“负面”世界遗产中的身份认同歧异性不断上升导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难以成功

建构主体性，因此难以形成和谐一致的认知，开展具有逻辑自洽性与现实有效性的行

动。 一方面，在“负面”世界遗产能否以及如何与突出普遍价值进行正向关联从而符

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宗旨和范围的问题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集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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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桐：《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审议环节的博弈关系分析》，载吕舟主编：《变化中的世界遗产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第 ２０ 页。



图 ６　 世界遗产委员会修改和大幅修改国际咨询机构意见的项目数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名项目文件和决定制作，参见

ＵＮＥＳ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７，”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ｓｅｓ⁃
ｓｉｏｎ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ＵＮＥＳＣＯ， “Ａｌ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认知受不同身份认同话语影响难以协调稳定，对突出普遍价值的第 ６ 条标准进行了数

次修订，并对其保持审慎态度和有限使用。
突出普遍价值第 ６条标准，即同具有突出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活的传统、思想、信仰、艺

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性的关联，是“负面”世界遗产在申报中主要使用的参照标准。①

当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列为世界遗产时，其所参照的突出普遍价值第 ６ 条标准表

述为“与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人物、事件、宗教、哲学等具有必要关联”。②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意识到这开创了以“关联性维度（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而非本体价值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的先例，而关联性意义无法以实证方法“检验”，只能取决于主观诠释，容
易引发分歧。③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是“不可比拟”的
特例和所有同类遗产的代表，不建议其他类似遗产再行申报。④ 之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于 １９８０ 年对突出普遍价值第 ６ 条标准进行了修订，将要求遗产“与全球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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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暄：《世界遗产四十年：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６８—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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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事件、宗教、哲学等具有必要关联”改为有“直接的和实质性的关联”，并且增加

了“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或者和其他标准联合使用”的要求，以限制关联性意义的主观

诠释空间，避免可能引发的歧义。①

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子弹爆炸遗址）项目列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第 ６

条价值标准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 ２００２ 年修订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操作指南》删除了“在特殊情况下”的表述，明确规定这条标准不得单独使用，只能和

文化遗产中的前五条标准结合使用。 虽然这一规定在 ２００５ 年有所放宽，但仍“最好”

与其他标准结合使用。② 到 ２０２０ 年，全球 １１２１ 处世界遗产中有 ２４６ 项在申报时使用

了第 ６ 条标准，仅有 １２ 项为单独使用。③ 根据这条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广义

上的“负面”世界遗产有 １８ 项，与晚近战争冲突相关的有 ４ 项，与世界大战相关的仅 ２

项（见表 ３）。 法国和比利时申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纪念地项目被“推迟”后，突出

普遍价值第 ６ 条标准的修订再次被提上日程，因为法国、比利时、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等国

坚持认为历史和记忆本身没有“正面”和“负面”之分，铭记灾难以珍视和平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职责和宗旨，没有理由把与第一次世界

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相关的遗产排除在申报范围之外，应该借此机会对突

出普遍价值标准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开启新一轮修订。④

表 ３　 依据突出普遍价值第 ６ 条标准列入的“负面”世界遗产项目

项目名称 申报国家 列入时间 突出普遍价值标准

与
晚近
冲突
相关

纳粹德国奥斯威辛—比克
瑙集中营

波兰 １９７９ 年 （ⅵ）：与世界大战相关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子
弹爆炸遗址） 日本 １９９６ 年 （ⅵ）：与世界大战相关

罗本岛 南非 １９９９ 年 （ⅲ）（ⅵ）：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相关

莫斯塔尔老城老桥区 波黑 ２００５ 年
（ⅵ）：与多民族和宗教共存生活传
统相关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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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史晨暄：《世界遗产四十年：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第 ６８—８７ 页。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Ｏｌｗｅｎ Ｂｅａｚｌｅｙ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８８０１３，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ＵＮＥＳＣＯ，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４２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７１３５７，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续表 ３
项目名称 申报国家 列入时间 突出普遍价值标准

与
其他
“负面
事件”
或

记忆
相关

格雷岛 塞内加尔 １９７８ 年 （ⅵ）：与奴隶贩运历史相关

中西部地区、大阿克拉和
沃尔特地区城堡要塞

加纳 １９７９ 年
（ⅵ）：与奴隶贩运和非洲后裔全球
流散相关

国家历史公园：城堡、圣苏
西宫与拉米尔斯堡垒

海地 １９８２ 年
（ⅳ）（ⅵ）：与黑奴独立解放运动相
关

桑给巴尔石头城镇 坦桑尼亚 ２０００ 年
（ⅱ）（ⅲ）（ⅵ）：与黑奴贸易和解放
运动有关

马萨达 以色列 ２００１ 年
（ⅲ）（ⅳ）（ⅵ）：与犹太文化身份和
反抗压迫、争取自由有关

詹姆斯岛及周边遗址 冈比亚 ２００３ 年 （ⅲ）（ⅵ）：与奴隶贸易有关

阿普拉瓦西·加特遗址 毛里求斯 ２００６ 年 （ⅵ）：与契约劳工有关

莫纳山文化景观 毛里求斯 ２００８ 年 （ⅲ）（ⅵ）：与奴隶解放运动有关

旧城：大河历史中心 佛得角 ２００９ 年 （ⅱ）（ⅲ）（ⅵ）：与奴隶贸易有关

澳大利亚监狱遗址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０ 年 （ⅳ）（ⅵ）：与殖民征战有关

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场 马绍尔群岛 ２０１０ 年 （ⅳ）（ⅵ）：与冷战、核裁军有关

格朗普雷文化景观 加拿大 ２０１２ 年
（ⅴ）（ⅵ）：与驱赶原住民和回归赋
权有关

蓝山和约翰·克罗山 牙买加 ２０１５ 年
（ⅲ）（ⅵ）（ⅹ）：与非洲奴隶避难和
独立运动相关

瓦隆古码头考古遗址 巴西 ２０１７ 年 （ⅵ）：与奴隶贩运有关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晚近冲突及其他负面遗产专家会报告整理，参见 ＵＮＥＳＣ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８４９７０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注：表中罗马数字代表相应的世界遗产评价标准。

另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难以确定对世界遗产“负面”维度的主体性立场。
“负面”一词本身并没有确定的意义内涵，主要取决于主体性立场，即对谁而言是负面

的、对谁而言并非负面，而这离不开历史记忆和意义解读。① 历史记忆不是被保存下

来的客观事实，而是在现今基础上被不断重构的叙事，其意义解读比事件本身具有更

强大的生命力和动员力，用以建构和重塑身份认同。② “负面”世界遗产中的创伤性记

·４９·

　 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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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Ｚ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ｓ ａ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１－２５．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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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其意义解读蕴含着打破确定性、撼动真实性的巨大力量，是质疑、抗议、合法化与

再合法化的动力来源。 法国和比利时等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遗址中建构了关于

战争反思和维护和平的积极叙事，与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共同性”与“持久性”

特征关联起来，而且维护了国家主义基本话语，通过大战中突显的国家身份重新确立

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与其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① 但是，英国、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

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参战国持有各不相同的历史叙事和意义解读，在损失、灾难、耻

辱、革命和荒谬等集体情感上的侧重点和敏感点不同，而印度和巴西等非西方国家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也有不同的关切和优先事项。② 同样的战争遗址在不同国家以

不同方式呈现和诠释，即使是看似相似的纪念话语之间也并非和谐一致，而是隐含着

竞争、矛盾甚至相互讽刺。③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根据第 ４２ 届世界遗

产委员会决定对“负面”世界遗产开展的“全面反思”认为，与晚近冲突相关的负面、分

裂性历史记忆遗产体现了国家民族特定的历史视角和特定理解，很难形成全球层面关

于意义和价值的共识，而且记忆会随着历史进程不断被改写和重写，难以满足世界遗

产价值的“共同性”与“持久性”要求，也难以支撑世界遗产体现人类杰出创造力和文

化交流等“正面”叙事，可能重新激发国家间分歧，撕裂国际社会共同体，因此不建议

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项目建立常规关联。④ 可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面临的主体性建构难题在于，无论是对“负面”世界遗产价值做出认可还是不认可的

判断或建议，都会使之承担起多种话语和叙事之间“仲裁者”的角色，涉足记忆的政治

选择，承认一些记忆而忽视另一些记忆，或者使世界遗产领域的专业知识与不同的政

策立场结合、形成不同的解读，甚至形成新的政策立场，进一步加剧该领域行为体之间

的身份认同歧异性及话语冲突。⑤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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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８６， ｐｐ．１１－１９．
Ｊｏａｎ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３， ２０１５， ｐｐ．５２９－５３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ｒ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ｔ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Ｗａｒ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Ｐｅａｃｅ Ｐａｒｋ，”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２， ２０２１， ｐｐ．２８０－３０４．
Ｏｌｗｅｎ Ｂｅａｚｌｅｙ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８８０１３，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ＵＮＥＳＣＯ，
“ＩＣＯＭＯ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８４９６９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ＵＮＥＳＣ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ｘ⁃
ｐｅｒ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
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８４９７０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Ｄａｖｉｄ Ｄｅｍｏｒｔａｉ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ｏ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 Ｄｏ ｔｈｅ Ｊｏｂ？” ｉｎ Ａｎｎａｂｅｌｌｅ Ｌｉｔｔｏｚ⁃Ｍｏｎｎｅｔ， 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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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负面”世界遗产政治化困境的出路探讨

“负面”世界遗产进入政治化困境揭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身份认同歧异性

的张力以及由此引发的主体性建构难题，说明探寻困境出路的“去政治化”努力不能

局限于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提供的政策意涵与行为逻辑上。 首先，政治干

预当然是主权国家能够在世界遗产委员会机制中开展的行动，但世界遗产的列入对于

国家而言仅是行动目标，通过遗产列入获得的文化价值认可才是真正目的。 在认同分

裂、缺乏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干预，即使能够实现项目列入的目标，结果也可能会激

起更为强烈的政治抗议，强化“不认可”的动力，最终削弱世界遗产“被认可”的话语合

法性。 这也是法国、比利时以及其他具有相近利益和立场国家能够在世界遗产委员会

上推动为其项目列入投票，但却并未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 其次，“负面”世界遗产政

治化进程表明，看似属于专业技术领域的议题在一定条件下会附着政治意义。 保持技

术与政治截然分离是不现实的，特别是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认同纷争本身就是一种关于

知识与权力的国际政治，因此，将政治化斥责为功能性弊病无助于缓解政治化困境。

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专业机构的协助下看似做到

了中立和公正，避免在敏感和争议议题中显示偏好倾向，但是难以称得上成功树立了

独立权威。 因为国际组织的恪守中立不等于不作为，集体决策和行动的失效使权威建

构失去了必要基础。

在后结构主义的身份认同视角下，积极探寻政治化困境的出路应以重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负面”世界遗产领域主体性的共识基础为中心任务，缓解身份认同歧异

性的张力，创造能够凝聚共识的对话空间与制度框架。 身份认同歧异性在话语中涌

现，也需要在话语中消解。 就短期行动而言，加强不同身份认同行为体之间的对话沟

通有助于理解彼此差异，找到构建共同话语的关联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负面”

世界遗产召开了多次非正式磋商会议，并于 ２０２１ 年设立了非正式开放工作组，这对于

创造和维系对话空间十分必要。 这一工作组机制既要保持参与范围的开放，即让各类

利益相关行为体参与其中，也要保持工作目标的开放，即不预设结果方向，也不排除任

何可能通向共识的路径。 就长期努力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需要为“负面”世

界遗产的认可创造合适的制度空间。 一种选择是继续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的范围内修订突出普遍价值第 ６ 条标准，使之能够涵盖“负面”世界遗产的特性

并彰显其正面维度，在此基础上调整相应的申报与评估规则，使“负面”世界遗产真正

成为一种独特的全人类共同财富。 另一种选择是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之外创设新的认可类型与认可机制，开发适用于“负面”事件和记忆的国际准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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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立相应的规则体系。 这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在现有的世界遗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文献遗产之外开发新的国际合作项目，创造新的认同场域。

对于世界遗产领域的主要参与者而言，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出政治化困境需

要一种为塑造共识而开展的“创造性介入”，①即一种着眼长远、立足规则、多元参与的

多边外交政策和行动。 首先，要认识到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是一种在“未来阴

影”下开展的多重博弈，应避免或谨慎采取基于短期目标的硬性政治干预，过度强调

国家主义话语反而无法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初衷，适当使用普遍主义话语并展示灵活

性更容易赢得主动与回旋空间。 其次，无论是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框

架之内还是之外推动“负面”世界遗产的未来认可，核心都在于规则的修订与重塑，因

此，除世界遗产委员会这类正式机制外，参与国际组织日常工作中的各类非正式磋商、

对话以及研究等也十分重要。 事实上，也正是在国际组织的日常实践中形成了各国不

同的外交能力和“啄序地位”。② 最后，参与专业性国际组织需要调动专业知识资源，

在不同层次和渠道上开展多轨外交对话。 就“负面”世界遗产而言，仅有职业外交官

做立场声明和解读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国际共同知识的生产过

程，为塑造新的集体认知、启动新的适应或学习进程提供助力，并为促进国际政治外交

行为体和专业知识共同体之间的话语沟通搭建桥梁。 总之，后结构主义身份认同框架

的政策意涵在于，需要正视世界政治中问题的复杂性，通过推动不同行为体身份认同

的调和、共同话语的生成与国际组织主体性的建构，探寻“负面”世界遗产政治化困境

的未来出路。

五　 结论

政治化是专业性国际组织中长期普遍存在的现象，典型地表现为集体决策和行动

失灵的困境。 探析这一困境的深层次动力需要超越单一维度的工具理性，理解专业性

国际组织内部的身份认同歧异性和主体性建构问题。 这对于应对世界政治的复杂现

实、有效开展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后结构主义的身份认同框架将身份认同视为世

界政治中矛盾和张力的根本动力，将主体性建构作为理解世界政治复杂性的中心点，

将身份认同、主体性建构、话语实践与对外政策及其行动置于一个连贯的逻辑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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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的动力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视角，能够为扩展国际组织与

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的内涵和视野、深化国际组织的本体论思考开辟新路径。 以此视角

来看，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政治化进程既非一种有明确目的和意图的理性设计或战略选

择，也不是一种以收益为导向和结局的单向度进程，而是国际社会多元行为体之间身

份认同歧异性不断深化和国际组织主体性建构困难的表现。 这体现了世界政治中多

元行为体之间不同利益、逻辑和话语的交织互动，反映了全球治理趋向多层化、碎片化

和歧异化的特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面”世界遗产是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的一个代表性案

例，揭示了政治化困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在相关行为体身份认同歧异性不断加剧的

张力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难以建构和谐、自洽、稳定的主体性，使世界遗产的集体决

策和行动陷入困境。 在“负面”世界遗产的政治化进程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如

下共识，即由谁以及如何建构遗产价值、诠释意义，提供能被普遍接受的话语叙事，增

进和解与和平，避免制造新的分裂和冲突。 这一案例研究提示我们需要重视国际组织

生活世界中深层次的身份认同与主体性建构问题，将全球治理视为不同话语实践的交

汇，在对话和沟通中寻找缩小分歧、促进共识之道，从而缓解身份认同歧异性的压力和

冲击。 对于广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需要更加重视后结构主义的反基础主义本

体论与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发挥国际关系中“后”理论作为“非常规”知识积累体系的

独特潜能，弥补理性主义等主流理论框架的局限与盲区，在充满不确定性和边界消退

的世界政治中激发更多超越范式的批判性和复杂性思考。 对于正在积极推进大国外

交、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来说，需要更好地认识专业性国际组织这一重要多边外

交平台的内在复杂性，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长远性、战略性、全局性目标，从政

治外交和专业知识等多维度深化参与实践，增强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和多边外交话语能

力，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力、塑造力及影响力。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编辑：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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